
 

 1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申明浩
1a，b

 谭伟杰
1b
 张文博

21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a．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b．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河南省项目推进中心，河南 郑州 450018) 

【摘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

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

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

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

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

企业异质性。以 2011—2020 年沪深两市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 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

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

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

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

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

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

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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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化转型则成为企业适应

数字经济浪潮、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战略选择。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借助数字信息技

术的创新和应用实现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变革(Vial,2019)
[1]
。无论是出于引领数字化潮流的主动战略选择，还是迫于竞

争压力的被动适应转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都已普遍展开。然而，由于行业属性、技术水平、数字基础等的不同，不同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定位和方向也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意识、能力、需求、成本和路径等也存在明显差异(聂秀华，2020;张一林等，

2021)[2,3]。那么，数字化转型究竟会给企业发展在哪些方面带来怎样的利益或损失?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发挥?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更好地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和经济效应

等方面。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企业自身因素，如员工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数字化素

养、数字化战略、管理理念和行为等(Vial,2019;Kozanoglu et al,2020;Kane et al,2015;Sing et al,2020)[1][4,5,6],也涉及宏

观层面的发展环境条件，如人才政策、产业技术基础、金融科技政策等(史宇鹏等，2021;唐松等，2022)[7,8]。关于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经济绩效，如对外负债融资、资本市场表现、企业价值、企业专业化分工、现金持有等(高

雨辰等，2021;吴非等，2021;黄大禹等，2021;袁淳等，2021;谭志东等，2022)[9,10,11,12,13],而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

关注较少。 

作为一种基于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转变，数字化转型不仅仅会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还会通过改变企业行为产生

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再只取决于经济价值，尤是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因此，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单纯地追求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应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寻求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在内的综合价值的最大化。那么，数字化转型能否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肖

红军等(2021)以 2013—2019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对外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对内优化治理

两种机制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具有融资支持和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环境丰富性和高管股权激励会弱化数字化对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影响；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改善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

更为显著[14]。赵宸宇(2022)以 2010—2017 年中国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则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创

新能力和促进企业服务化转型来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

作用更加显著[15]。 

然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上述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机制及异质性分析还不够

全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

会溢出效应。具体来讲，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并从管理

机制完善、生产方式改进和外部关系改善等角度探讨了若干影响路径，同时探究了技术属性、竞争性、制造业等维度的行业异质

性以及融资约束和企业价值的调节效应，拓展和深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二是以 2011—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企

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采取差异化、动态化策略，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的相互促进，进而

充分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发展情境条件下，企业实现更好的价值成长所要承担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个层面的

综合责任(Aguinis et al,2012)[16]。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包含一系列组织活动和战略举措，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一

种行为选择。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改变生产(商业)模式，进而提高生产效率、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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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和企业价值，也是企业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一种行为选择。因此，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那么，企业更多、更快、更积极的数字化转型能否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这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从行为动机来看，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不同利益相关者所缔结的“契约”组

合构成了企业，企业在向“契约”主体获取经济资源的过程中，相应地需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向各利益相关主体回馈利益(Huang 

et al,2010)[17]。从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价值共创的驱动来看，只有通过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才能促使多元利益相关者更多地参与企业的综合价值创造，并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在重构企业与社会之间链接关系过程

中所形成的口碑效应，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助于激励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王菁等，2014)[18]。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开

放性和共享性的特性，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广泛和快捷。这一方面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潜在

利益相关者，为了争夺优质资源以提升自己的综合价值，企业会通过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来吸引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加入；另一

方面也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表达，进而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从行为结果来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其一，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快速识别、捕获和分析各利益

相关者的多元价值诉求以及社会议题，并与自身资源基础和发展优势进行匹配，进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质量的提升。

其二，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开放合作、共创共享的发展思维，促使企业建立并完善与利益相关者积极互动的数字参与机制，这种

数字涉入的动态管理机制可以优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资源配置，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率和

绩效。其三，数字化转型使数字技术融入企业内部控制、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和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进而赋能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各个环节，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效率提升。比如，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对产品设计、研发流程、资源利用等环

节进行优化重组，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许宪春等，2019)[19],进而有效控制污染排放和资源浪费，提升节能降耗水平，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 

2.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信息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纵深延展的过程，不仅能够赋能企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

链(肖红军等，2021)[14],还会渗透到业务模式、运营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系统等各个方面，最终实现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化和变

革。可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也是多元化的。数字化转型不但可以

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生产方式，而且可以改善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均可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产生影

响。基于此，本文选择如下变量来探讨可能存在的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若干路径。 

第一，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完善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稳定性，进而促进企业更多更好

地履行社会责任。数字化转型将推动数字技术在企业管理全过程中的应用，提高数据与知识在企业内部系统之间的共享效率，有

利于企业组织形式的数字化变革，优化企业治理体系和结构。其一，数字技术系统嵌入内部控制体系能极大地提高企业内部决策

的精准性，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则有利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化，智能化的集环境控制、风险

评估和信息沟通等于一体的内部控制体系逐步完善，并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最终演进为一套完备的制度性体系，这能够促进企

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资源投入、价值转换与组织决策功能规范化(李志斌等，2017)[20],从而增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如 BP神经

网络技术的运用可以快速识别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缺陷，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王海林，2017)
[21]

,及时为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履行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二，会计智能化作为区块链和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在财务领域的映射(李闻一等，2020)[22],将数字技术应

用到企业财务感知、管理和决策等环节，可以更好地避免人为的主观性，减少为防止企业财务信息失真而进行的复核和审计等环

节，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效率。同时，数字技术赋予企业充分挖掘和分析财务信息价值的能力，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价值利用

效率，能够有效降低受机会主义驱动的盈余管理倾向，促进企业经营的稳定，并有利于为各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价值互惠的合作

空间，从而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因此，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财务稳定性，降低财务造假、流动资金不足和坏账损失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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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风险，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稳定性的路径增进其社会责任履

行。 

第二，从企业生产方式改进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促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产出，进而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根据信号理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吸引更多外部的高质量投资，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

激励企业主动契合市场导向，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梅特卡夫效应可以有效打破

创新资源边界，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从而增加企业创新投入，塑造网络化的创新生态。研发投入的增加可以为企业的技术

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提高创新产出绩效(Loebbecke et al,2015)
[23]

,形成创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会显著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并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同时，随着良好社会责任表现带来的口碑效

应增强，企业更有动机建立和完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常态化机制，形成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相互促进的健康生态。因

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在技术创新层面“投入—产出”的优化，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路径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 

第三，从外部关系改善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企业与外部经济主体(尤其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

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传输反馈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诉求沟通的主要路径，对缓解企业与外部投

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将数字信息技术渗透于生产管理的全过程，创新经营管理

模式，并使企业信息与目标使用群体实现高度匹配(周广肃等，2018)[24]。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提高企业信息的开放性和可访问性，

有效解决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发生逆向选择的风险(何贤杰等，2012)
[25]
,激励企业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以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部投资。同时，数字化转型可以为企业信息披露提供多元化的平台与操作程序，进而提高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当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机会主义、风险预估失误和负面形象等问题得到缓解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和融资约束将会

降低。因此，企业往往更愿意通过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来提高投融资效率，这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4: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路径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 

3.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行业异质性 

由于生产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不同行业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

作用可能存在行业异质性。金融科技企业引领着数字化发展的转型趋势；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则往往是稳步推进，但是传统

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存在明显差距，高技术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依托原有基础而具有更低的成本、

更快速度、更高的水平；而服务业的企业则主要以数据和客户为中心推进数字化转型(Lam,2019)[26]。一般来讲，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发展的正面影响越大(如前文所述的管理机制完善、生产方式改进、外部关系改善等),企业越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进而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显著。不同行业的产业特征和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意愿与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也可能具有显著差异，因而不同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具有不

同的社会责任履行效应。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行业异质性： 

一是高技术行业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与其所处行业的技术复杂度紧密相关。相对低技术行业，高技

术行业的技术更迭速度较快，行业竞争压力也比较大，数字化转型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综合价值，因而高技术行业企业通过数

字化转型来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意愿更加强烈。同时，在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中，良好的技术基础使得企业之间供应链的协同效应

更加明显，数据要素的转化效率也更高，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经济效应也较强。因此，相较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而言，数字化

转型对高技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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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管制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行业竞争程度可能会影响行业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外部交易成本(Acemoglu et al,2010)[27],

进而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相较于管制性行业的企业，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在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时，可供选择的

替代性交易对象较多，也就更可能出现被对方“敲竹杠”或者恶意违约的现象，因而其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较高，而数字化转型

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中更为明显(袁淳等，2021)[12]。因此，相对于管制性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 

三是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制造业的产业链条特征与其他行业具有很大的区别，制造业企业对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社

会责任等综合价值的调整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数字化转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融合、专业化分工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影响

往往也更为明显。因此，相比于非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5:企业数字化转型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高技术行业、竞争性

行业和制造业企业中这种增进效应更为显著。 

4.企业特征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效应不仅会因企业所属行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而且还可能受到其自身特征的

影响。本文主要从融资约束和企业价值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是融资约束。在数字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创新活动，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往往是制约其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

素之一。同时，经济资源也是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Chaney et al,2016;Sun et al,2018)[28,29],当企业将承担社会

责任视为一种投资机会时，融资约束的变化会影响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和行为选择。如果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强，往往更倾

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经济效益较高的生产活动，而较少选择社会责任投资。 

二是企业价值。企业价值是企业市场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企业价值越高越容易受到外部投资者的关注。数字化转型能够优

化企业自身组织结构，改善信息传递效率和创新潜能，从而增强企业的生产与创新能力(陈冬梅等，2020)[30],这些变化映射在资

本市场中则表现为企业的市场价值提高。当市场对企业价值评估提高后，释放出的信号作用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追捧，一方面能

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外部资源，另一方面也会监督企业更为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因此，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企业价值在数字化转型增进社会责任履行中具有调节作用，较强的融资约束不利于数字化转型对

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而较高的企业价值有利于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6:融资

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1.基准模型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本文建构基准模型(1): 

 

其中，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CSRi,t+1)为企业 i在 t+1 年的社会责任指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EDTi,t)为企业i

在 t 年的数字化转型情况，Controls 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集合，Year 和 Ind 分别表示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ui,t为随机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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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变量的选取与计算方法如下： 

(1)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 

目前，相关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考察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观测企业的社会行为，二是通过企业年报获取相关信

息(邹萍等，2022)[31]。本文借鉴肖红军等(2021)的方法[14],采用和讯网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总指数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情况的代理变量。该指数是基于第三方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考核内容比较细致全面，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企业不同维度的社会责

任履行情况，也可以有效避免基于财务维度或慈善捐赠行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内生性和过于显性化等问题(权小锋等，

2015)[32]。本文对该指数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得到核心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同时采用 5 个细分维度的社会责任分指数进

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借鉴吴非等(2021)和袁淳等(2021)的研究思路[10][12],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企业年报信息的匹配来衡量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考虑到企业年报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企业决策与经营行为的转变，将通过识别国家相关政策语义得出的数字化关键词词典

与企业年报披露的数字化信息相结合，进而刻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倾向及实施状况。具体而言，收集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

规划方案、重要新闻、会议以及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经Python 分词处理和人工识别后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数字化关键词词

典(包括 5 个维度的 80 个关键词，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基于数字化关键词对样本企业的年报进行文本分析，统计得到年报

中数字化关键词出现的频数，为了克服此类计数统计数据的右偏分布问题，对频数进行加 1后取自然对数处理，最终得到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3)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减小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参考肖红军等(2021)的研究[14],选取企业层面的可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 9个

变量：一是“财务杠杆”,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二是盈利能力，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三是“企业规模”,用企

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四是“现金流水平”,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负债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五是“企业成长性”,

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六是“领导权结构”,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七是“董事会规

模”,用董事会人数加 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八是“委员会个数”,即企业委员会的数量；九是“独立董事比例”,用独立董事与

董事会总人数之比来衡量。 

2.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前文理论分析提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递归模型(2)

和(3): 

 

其中，MV代表中介变量，其余变量均与模型(1)一致。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前置一期处

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而中介变量采用当期数据。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选取 5 个中介变量：一是“内部控制质量”,参考权小锋等(2015)的做法
[32]
,采用迪博数据库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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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风险控制评价指数(加 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二是“财务

稳定性”,参考 Altman(1968)的方法[33],选取 Z-score指数来衡量样本企业的财务稳定性。三是“信息披露质量”,采用分析师跟

踪人数加 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Yang et al,2019)
[34]
,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好，则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四是“创新投入”,参考刘春林和田玲(2021)的研究[35],用企业研发投入加 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五是“创

新产出”,用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加 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3.行业异质性分析的样本分组 

本文采用对样本分组后分别进行模型检验的方法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根据前文理论分析，进行如下分组：(1)高技术行业

与非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参照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做法
[36]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方法》中规定的高新技术领域，与

证监会 2012 年的《上市企业行业分类指引》中的大类进行匹配，把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与“非高技术行业”两个子

样本。(2)管制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划分。参考 Ke等(2017)的做法[37],将样本企业划分为“竞争性行业”和“管制性行业”两

个子样本 1。(3)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划分。依据证监会 2012年发布的《上市企业行业分类指引》中的行业大类，将样本企业划

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子样本。 

4.调节效应模型 

为检验融资约束和企业价值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社会责任履行中的调节作用，构建调节效应模型(4)和(5): 

 

其中，调节变量“融资约束”(FCi,t)和“企业价值”(TQi,)均为虚拟变量，具体赋值方法如下：借鉴魏志华等(2014)的做法
[38],采用改进后的KZ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若样本企业的 KZ指数大于全样本的均值，“融资约束”赋值为1,否则为赋

值 0;借鉴张叶青等(2021)的研究[39],采用托宾 Q 值来衡量企业价值，若样本企业的托宾 Q 值大于均值，“企业价值”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5.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11—2020 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的上市企业，选择 2011 年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从该年开始中国数字技

术的应用和数字经济的规模扩张较快(袁淳等，2021)[12]。剔除金融保险等行业、资不抵债、非正常交易(ST、ST*以及 PT)以及主

要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 1%水平的缩尾处理以克服极端值的影响，最终到包含 2539家上市企业的

23436 个观测值。本文的原始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从和讯网获取，企业年报

来源于沪深两市证交所官方网站。 

表 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表现出“均值大，标准差小”的特点，表明样本企业间的

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且均值较小，表明样本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存在较大差距，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此外，分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统计结果表明，服务行业企业、制造业企业(特别

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发展较为迅猛，其中，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差距较小，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马太效应”现

象比较突出。表 2是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基本都小于 0.3,且 VIF 检验值为1.32、DW 值为 1.51,说明变量间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设定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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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社会责任 23436 3.0796 0.7316 -4.6052 4.5204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23436 0.9475 1.2741 0 6.0544 

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 22909 6.2477 1.2324 0 6.9041 

财务稳定性 23372 1.5809 0.8882 -2.5270 3.8117 

信息披露质量 17413 2.0335 0.9001 0.6931 4.3307 

创新投入 18357 17.7402 1.6045 0 25.0252 

创新产出 23436 2.4624 1.7880 0 9.3247 

调节变量 

融资约束 23436 0.4363 0.9253 -4.8402 4.5941 

企业价值 23436 2.0545 1.3254 0.8718 8.758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23436 22.1685 1.3155 19.2512 27.0987 

现金流水平 23436 0.1791 0.3254 -0.5365 1.6412 

领导权结构 23436 0.2599 0.4386 0 1 

企业成长性 23436 0.4364 1.2501 -0.6844 9.4725 

财务杠杆 23436 0.4336 0.2121 0.0502 0.9849 

盈利能力 23436 0.0374 0.0620 -0.2914 0.2124 

董事会规模 23436 2.2509 0.1768 1.7918 2.7726 

委员会个数 23436 3.9429 0.4504 2 6 

独立董事比例 23436 0.3742 0.0532 0.3077 0.5714 

 

表 2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社会责

任 

数字化转

型 

企业规

模 

现金流水

平 

领导权结

构 

企业成长

性 

财务杠

杆 

盈利能

力 

董事会规

模 

委员会个

数 

数字化转

型 
0.0078          

企业规模 0.2208 0.0140         

现金流水 0.1847 0.0113 -0.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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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领导权结

构 
-0.0286 0.1024 -0.1750 0.0544       

企业成长

性 
0.0274 0.0138 0.0143 -0.0865 -0.0195      

财务杠杆 -0.1012 -0.1134 0.4779 -0.4453 -0.1411 0.0936     

盈利能力 0.5714 0.0162 -0.0008 0.4152 0.0384 0.0009 -0.3677    

董事会规

模 
0.0915 -0.0961 0.2598 -0.0272 -0.1819 -0.0225 0.1522 0.0144   

委员会个

数 
-0.0063 -0.0353 0.0664 -0.0358 -0.0193 0.0168 0.0745 -0.0180 0.0362  

独立董事

比例 
-0.0055 0.0647 0.0144 -0.0012 0.1098 0.0181 -0.0099 -0.0152 -0.5174 0.0171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模型(1)的估计结果见表 3。第(1)列未控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第(2)(3)列分别控制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第(4)列同时控

制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结系数均显著为正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增进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研究假

说 H1得到验证。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并进行样本筛选、改变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

性检验。 

表 3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数字化转型 0.0049***(3.51) 0.0191***(5.90) 0.0122***(3.35) 0.0140***(3.80) 

企业规模 0.1578***(33.71) 0.1829***(39.16) 0.1502***(31.40) 0.1749***(36.62) 

现金流水平 0.0143(0.96) 0.0447***(3.00) 0.0201(1.36) 0.0493***(3.32) 

领导权结构 0.0057(0.58) 0.0191**(1.98) 0.0123(1.25) 0.0245**(2.54) 

企业成长性 -0.0022(-0.47) -0.0018(-0.41) -0.0246***(-5.38) -0.0225***(-4.97) 

财务杠杆 -0.4948***(-13.79) -0.5730***(-16.17) -0.5997***(-16.13) -0.6745***(-18.36) 

盈利能力 2.6952***(21.77) 2.4199***(19.69) 2.6159***(21.29) 2.3424***(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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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规模 0.1669***(4.90) 0.0407(1.22) 0.1921***(5.67) 0.0703**(2.11) 

委员会个数 -0.0222**(-2.33) -0.0088(-0.97) -0.0189**(-2.00) -0.0059(-0.65) 

独立董事比例 0.1924*(1.84) 0.0457(0.653) 0.2129**(2.05) 0.0727(0.72) 

常数项 -0.6379***(-5.07) -0.7303***(-6.01) -0.5859***(-4.28) -0.7037***(-5.33)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2 0.152 0.194 0.172 0.212 

观测值 21453 21453 21453 21453 

 

注：
***
、

**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经企业层面 Cluster 聚类调整的 t统计量，下表同。 

(1)内生性处理 

企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等不但会影响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也会影响其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而且数字化转型与社会

责任履行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一方面，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能够塑造更加多元的价值互动、互惠和共享空间，推动

企业更加注重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实现多样化的综合收益；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责任承担的提高，企业更有意愿通过数字化转型

来及时精准捕获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和诉求，并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

缓解内生性问题。 

一是双重差分检验。由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非统一的行动，而是分批次逐步推进的经济活动，因而可以视为一种准自然实

验。鉴于此，本文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思路[10],通过多期双重差分分析来缓解内生性问题。首先，设定个体虚拟变量(treat),

根据样本企业的年报信息判断其是否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将在样本期内没未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设为对照组(treat=0),

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设为实验组(reat=1);然后，设定时间虚拟变量(post),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当年及后续年份

post 赋值为 1,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之前的年份则赋值为 02。据此，设定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CSRi,t+1=α+φ1post+φ2treat+ 

φ3(post×treat)+γ∑Controlsi,t+Year+Ind+ui,t。其中，估计系数φ3反映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前后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

变化。进一步引入核心解释变量(EDT)作为调节变量：CSRi,t+1=α+φ4(post×treat×EDTi,t)+γ∑Controlsi,t+Year+Indus+ui,t。其

中，估计系数φ4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对其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的第(1)(2)列

3。双重差分项(post×trea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的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政策效应；

双重差分项与“数字化转型”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

略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政策效应越明显。上述分析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政策效应，印证

了本文“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进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核心结论。 

二是工具变量法。参考申明浩等(2022)的研究思路[40],选取“1984 年企业所在城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X)与“滞后一期

的全国互联网网民数目”(Y)组成的交乘项(IV)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企业所在地以往的通信基础设施会影响

当地居民的通信和生活习惯偏好，进而影响企业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接受程度，与数字化转型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另一方

面，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电信基础设施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没有显著影响，满足外生性条件。构建基于工具变量法的计量

模型：EDTi,t=θ(Xt-1×Yi)+ω∑Controlsi,t+Year+Ind+u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 的第(3)(4)列。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

量(IV)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K-PrkLM 检验和 C-DWald 检验的结果均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第二阶段估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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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分析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 4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双重差分检验 工具变量法 

(1) (2) (3) (4) 

DID(post×treat) 0.0838***(3.30)    

DID×数字化转型  0.0373***(3.75)   

IV   0.0667***(4.76)  

数字化转型    1.1594***(4.22) 

K-PrkLM 统计量   22.63*** 22.599*** 

C-DWaldF 统计量   20.33{16.38} 20.327{16.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222 0.221 0.287 0.282 

观测值 19769 19769 19769 19769 

 

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备索，下表同；大括号内数值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 Stock-Yogo 弱工具

变量识别 F检验的临界值。 

(2)稳健性检验 

样本筛选：由于本文通过对企业年报的文本分析来刻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因而“数字化转型”指标的计算结果可能会受

到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对此，本文采用对样本进行筛选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剔除在样本期间“数字化转

型”指标为 0 的样本，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5 第(1)列；二是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创业板多为高技术上市公

司，与数字化、信息化紧密相关)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5第(2)列。 

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变量 

样本筛选 固定效应控制 Tobit 模型 

(1) (2) (3) (4) (5) 

数字化转型 0.0154**(2.56) 0.0184***(4.21) 0.0098***(2.61) 0.0133***(3.60) 0.0135***(2.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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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时间×行业联合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Adj R2 0.196 0.224 0.225 0.215  

观测值 10438 17626 21453 21453 21453 

 

变模型估计方法：考虑到城市之间的经济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的企业在数字技术应用条件等方面可

能改存在显著差距，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进行模型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5第(3)列；同时，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行业发展周期

和产业政策等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控制“行业×年度”的高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模型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5第(4)列。此外，

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有可能出现零值和存在截尾数据，故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5第(5)列。 

更换被解释变量：为进一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维度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分别以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 5 项分指

数(股东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与供应商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6。“数字化

转型”对“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社会责任”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对“消费者与供应商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估计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以上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也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主要

表现为对内部员工和外部股东的综合价值创造，而对消费者与供应商责任和环境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还有待提升。 

上述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显示“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6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变量 股东责任 员工责任 消费者与供应商责任 环境责任 社会责任(分) 

数字化转型 0.0108***(3.39) 0.0125***(3.30) 0.0001(0.01) 0.0060(1.26) 0.0191***(4.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214 0.164 0.182 0.190 0.168 

观测值 21453 21453 21453 21453 21453 

 

2.影响路径检验 

模型(2)(3)的估计结果见表 7和表 8。 

根据表 7 第(1)(2)列的估计结果，“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

化转型会促进其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同时，“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社会责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

应(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为 4.1898)。可见，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的正向传导路

径。根据表 7 第(3)(4)列的估计结果，“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稳定性”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财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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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社会责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为 11.2198),表明存在企业“数字化转

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的正向传导路径。由此，研究假说 H2得到验证。 

表 7“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 社会责任 财务稳定性 社会责任 

(1) (2) (3) (4) 

数字化转型 0.0462
***
(7.21) 0.0109

***
(2.96) 0.0375

***
(10.99) 0.0077

**
(2.13) 

内部控制  0.0763***(10.59)   

财务稳定性    0.1827***(17.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2 0.129 0.226 0.637 0.229 

观测值 20992 19532 20992 19532 

 

根据表 8 第(1)～(4)列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同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社会责任”中

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Sobel 检验的 Z统计量分别为 5.4805和 24.5226),表明存在“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

责任履行增进”的正向传导路径。由此，研究假说 H3得到验证。 

根据表 8 第(5)(6)列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

促进了企业对标准化和精确化信息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转型”正

向影响“社会责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Sobel检验的Z统计量为 9.7059),表明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

→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的正向传导路径。由此，研究假说H4得到验证。 

表 8“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投入 社会责任 创新产出 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质量 社会责任 

(1) (2) (3) (4) (5) (6) 

数字化转型 

0.1521*** 0.0078** 0.2455*** 0.0085** 0.0642*** 0.0024 

(20.46) (1.99) (29.02) (2.28) (11.91) (0.64) 

创新投入 

 0.0298***     

 (5.87)     

创新产出    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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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   

信息披露质量 

     0.0855*** 

     (14.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473 0.195 0.425 0.212 0.310 0.206 

观测值 18357 17330 23436 19532 17413 17413 

 

3.行业异质性分析 

行业异质分析性的估计结果见表 9。表 9 第(1)(2)列显示，在“高技术行业”子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 1%水

平下显著为正，而在“非高技术行业”子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且 SUE 检验的结果表明系数差异在

1%水平下显著。表 9 第(3)(4)列显示，在“竞争性行业”子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管

制性行业”子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且系数差异在 1%水平下显著。表 9 第(5)(6)列显示，在“制造

业”子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非制造业”子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

不显著，且系数差异在 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技术行业、

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中，研究假说 H5得到验证。 

表 9行业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高技术行业(1) 非高技术行业(2) 管制性行业(3) 竞争性行业(4) 制造业(5) 非制造业(6) 

数字化转型 0.0197***(4.41) 0.0044(0.66) 0.0049(0.56) 0.0139***(3.35) 0.0190***(4.30) 0.0021(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641 8812 6523 14930 13974 7479 

Adj R2 0.195 0.224 0.237 0.198 0.202 0.215 

SUETest Chi2=22.84*** Chi2=24.70*** Chi2=4.72** 

 

4.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4)和(5)的估计结果见表 10。交互项“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面临的融

资约束越弱，数字化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越明显。交互项“数字化转型×企业价值”的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

为正，表明企业的企业价值越高，数字化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越明显。由此，研究假说 H6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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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融资约束”和“企业价值”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企业价值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 0.0074*(1.81) 0.0013(0.19) 

融资约束 -0.1122***(-14.58)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 -0.0110***(-2.89)  

企业价值  -0.0102
*
(-1.74) 

数字化转型×企业价值  0.0061**(2.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AdjR2 0.243 0.211 

观测值 21453 21453 

 

五、结论与启示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普遍现象，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则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作为市场经济主要的微观行为主体，企业的发展模式转变必将产生社会溢出效应。从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

数字化转型也会深度赋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进而通过企业更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不但可

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还能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并通过完善企业管理机制、改进企业生产方式、改善企业

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正面影响越大，企业越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进而数字化

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显著，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

性。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使用 Python软件的文本识别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典，

采用样本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数来刻画其数字化转型状态，进而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影

响，分析结果显示：(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该结论在多期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

均成立。(2)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财务稳定性、创新投入和产出、信息披露质量等来增进企业的社会

责任履行。(3)在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子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非

高技术行业、管制性行业和非制造业子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中。(4)企业特征在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

行中具有调节效应，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 

可见，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强力赋能企业的经济绩效提升，也是驱动企业非经济绩效提高的“价值利器”,具有显著的社会溢

出效应。因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注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和协调，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

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进而有效推动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协同共进。政府也应进一步激励和支持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并为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和政策保障。具体来讲，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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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企业战略层面，应当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和协调问题。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

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着力点，应进一步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

时，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之一，持续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成为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一方面，要积极适应数

字化治理新模式，并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循序渐进推进各要素、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着力提高生产销售、人员管理、投融

资、财务管理等模块的信息处理分析能力，为生产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化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潜在经营风险；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通过更积极的社会责任承担更好地发挥价值共益共享的网络效应，实现数字化转型与

社会责任履行的良性互动，进而持续提升企业的综合价值。 

第二，通过管理机制的完善、生产方式的改进以及外部关系的改善等畅通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尤其应

充分挖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外部关系改善的积极效应。企业借助数字信息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互动与

沟通，最终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企业应不断完善自身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机制，进而更好地发挥数字化

转型的积极效应。一方面，要利用多元数字信息平台和高效信息传输网络，着力打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

缓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提升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高质

量的信息披露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吸引更多外部资源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新投入和社会责任履行，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增进。 

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企业结合自身实际适时调整发展战略，还需要政府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营造和优化营商环境，进而减少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政策阻滞。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及时帮扶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并助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各级地方政府要结合不同行业的技术特点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基础，制定具有前瞻性

的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帮扶政策，并及时化解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风险，引导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构建科学、可

持续的社会责任承担机制和网络体系，进而助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测度，但尚未实现对企业生产、研发、销售等

诸多不同环节数字化演进的细致刻画。因此，如何进一步细致全面地刻画企业内部各环节的数字化，从而从不同方面剖析各环节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济绩效和非经济绩效的影响，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方法创新和视角拓展不断深化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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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具体而言,将证监会 2012 版行业分类下行业代码为 B、C25、C31、C32、C36、C37、D、E48、G53、G54、G55、G56、I63、

I64、K、R的行业划为“管制性行业”,其他行业则划为“竞争性行业”。 

2 同时,本文还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鉴于 DID 模型考察的是政策冲击前后的变化,因此将在样本期内实施数字

化转型战略不足两年的样本企业划归对照组;第二,考虑到样本中不少企业是近几年才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剔除数据连续性低

于五年的样本企业;第三,剔除样本期内一直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以规避差分后观察期不足的问题。 

3 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前不显著,而在实施数字化战略后显著为正,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条件(限于篇幅,未列出具体结果,备索)。 


